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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语义分析框架显示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具体表现为方志

彤在翻译选材方面,既有强烈的传承中国文化的意识,又兼顾美国文化的需求。 在“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

分析框架内观之,方志彤主要采用了直译与格义的翻译方法,旨在保持《资治通鉴》的史料与文学价值,减少源文化在翻译过

程中的变形。 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语义分析框架内观之,方志彤以分级尾注考证文献,展现《资治通鉴》的

史学价值,满足西方社会对“三国”史料编纂法的索骥需求。 方志彤的华人离散译者身份从根本上塑造了其深刻的双重文化

认同,从而影响他的翻译动机,最终对其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的选取与注释形式的创新等译者行为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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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北宋时期政治历史学家司马光历时 19 年所作的《资治通鉴》(1084)(下文简称《通鉴》)
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编年体中国历史巨著。 该书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起至后周显德六年(959)期间长达 1

 

362 年的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具有

重要意义,其成就“不仅体现在史学方面,在文学和理学上亦堪称经典”(刘后滨,2015:21)。
20 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国家与领域、拥有不同身份的译者在不同时期对《通鉴》进行了多种形

式的英译。 参与《通鉴》英译的译者主要有华人离散译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1965)
 

、澳
大利亚史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 (1969,1989,1996)、美国自由译者约瑟夫·亚普

(Joseph
 

P.
 

Yap)(2009,2016)、华裔学者孔旭荣(Xurong
 

Kong)(2018)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亚太学院的汉学家马克·斯特兰奇(Mark
 

Strange)(2006)等。 随着《通鉴》英译活动的

勃兴,《通鉴》成为中国史学之国际性研究的基石之一,其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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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鉴》英译研究综述

以上多种形式的译本推动了中国史书《通鉴》在西方的经典化,是中国史学典籍翻译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学界对《通鉴》英译本的讨论不多,专门研究仅见于《通鉴》的方志彤(三

国部分)节译本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下简称方译本)与张磊夫的三部节译本。

许明武、聂炜(2021;2022)分别就方译本中的情态动词-语境、译者身份对译本的影响,与张磊

夫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又通过对《通鉴》英译活动的考察(2024)凸显了这些节译本的重

要性。 此外,国内对《通鉴》英译的评论主要针对方译本。 有学者认为方志彤对《通鉴》的节

译体现了他“存史”的需要,即于所在国保留一份来自中国的史学研究珍品(朱政惠,2013:

115-116)。 同时,张执遥(2019)指出,方志彤对《通鉴》英译中的校勘学特质体现了他对读者

的关注。 吴原元(2011:95)认为,方志彤对《通鉴》卷 69-78 的英译总体上是成功的。 国外对

这些译本,特别是方译本的独特价值予以了一定关注。 有学者认为方译本的影响尤为深远,

“首次以西方语言详细呈现了三国的历史———虽非科学史,但能呈现因果关系并解释人物性

格与动机,为西方历史学家所接受”(Edwards,
 

1953:
 

75),且“展示了创作一部中国历史巨著

的技巧和编纂过程……这对研究司马光的学者而言弥足珍贵”(Wright,
 

1966:
 

641),“对西方

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有启牖之功”(De
 

Crespigny,
 

1969:
 

xvii)。

综合国内外的《通鉴》英译研究来看,方志彤节译本是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之一。 该译

本向西方较为准确地呈现了三国历史的原始史料、文化背景和编撰视角,契合西方学者的研

究需求。 它呈现《通鉴》独特的文化价值,不仅彰显了方志彤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更体现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尽管方译本的学术价值广受认可,但在这

一特殊个案中,译者方志彤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来准确把握西方的学术需求、采用何

种翻译方法实现其翻译动机等译者行为仍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2　 译者行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下的方志彤英译《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

方志彤①(1910—1995)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曾在上海与清华大学修习西方哲学与国

学,1949 年赴美后在哈佛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方志彤在美长期致力于中国经典的传授、译

介及中西文化的学术研究,获得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柯立夫( Francis
 

Woodman
 

Cleaves)等诸多哈佛学者的认可;后方志彤在申请美国永居签证等过程中亦得到了这些学者

的支持(高峰枫,2016:106)。 但在美期间,方志彤仍展现出中国文人难忍庸俗的孤洁寡傲(木

·511·

①

 

有关方志彤出身,学界说法不一。 著名汉学家海陶玮( Hightower,1997) 称方志彤生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其祖上是中国人;高峰枫

(2016)称方志彤是中国朝鲜族人,只是生在朝鲜。 但方志彤坚持自己是中国人:聂炜、许明武(2022)提及方志彤在哈佛档案中的登记表

上“出生地”和“国籍”两栏填写的都是“中国”,且他在 1948 年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签证申请书中声称自己生于山西省安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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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耆,2005:129),这反映了其作为离散者(diaspora)的“文化错置”(周启星,2022:93)。 他远

离源文化后难以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语境,因而产生孤独感与疏离感,又或导致身份焦虑……
但这也促使他“作为离散者能在文化冲突与交融中保持更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精神” (夏萌,
2017:129)。 作为华人离散译者,方志彤的双语双文化身份既使他在情感上深切认同中国文

化,又不可避免地适应并认同美国文化。 一方面,方志彤坚称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

持有深厚的认同感与强烈的保护意识(Huff
 

et
 

al. ,
 

1977:
 

97);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教学、学术

成就以及移民等多方面的因素,展现了他对美国汉学的支持、在美学术文化体系中的融入和

获得的高度认可。 由此,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得到了强化,他在《通鉴》等文化译介活动中

努力寻求满足西方文化需求与完整展现中国文化史料之间的平衡。 这既是译者学术责任的

体现,也是其情感诉求的自然延伸。 刘骏(2023:54)认为,离散现象中的文化译介是一种关乎

文化身份、文化实践的综合性互动。 鉴于此,以下我们基于译者行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深入

分析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方志彤在《通鉴》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及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

传播。
2. 1

 

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与翻译批评三大语义框架之关系

“译者行为”是指译者身份下译者所应有的译者角色行为,包括语言性和社会性行为(周
领顺,2014:25),语言性对应译者的译者角色,反映翻译的根本;社会性对应译者的社会人角

色,反映社会的需求(王晓莉
 

等,2024:126)。 译者行为批评重视译者的作用以及译者与文本

和社会的互动行为(李正栓
 

等,2024:99)。 对此,周领顺(2024a)进一步发展了“文本—行

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译者行为分析框架,将其分述为“行为—文本视域”“文本—语言视域”
和“行为—社会视域”三个译者行为评价视域。 其中,“行为—文本视域”强调译者的主动行

为如何作用于文本,反映译者通过翻译决策体现的文化意志;“文本—语言视域”关注文本层

面的语言使用与翻译策略,评价译者的语言性;“行为—社会视域”在社会层面考察翻译与社

会的互动,提升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 这三大视域呈递进与循环关系,可分别凝练为“行为批

评”“文本批评”和“效果批评”三大翻译批评语义框架(周领顺,2024a:111)。 这三个语义框

架能根据情境构建意义框架,“凸显译者行为批评互动关系的理念”(周领顺,2024b:6-8)。 这

要求译者意识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所激活的框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并调整翻译策略以便

在目标文化中尽量保留原文框架或引导新的框架生成,更好地指涉隐含的文化背景信息。 从

译者行为的三个评价视域来看,译者行为所包括的“译内行为”(文本层面翻译“如何译”)和
“译外行为”(社会层面翻译“如何用”),是以译者为中心,对译者身份下的译者角色及其行为

进行考察(周领顺,2022:1),在三个语义框架下即表现为在译者“行为批评”中观照“文本批

评”与“效果批评”。 译者身份指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与特征(王晓莉
 

等,2024:128)。 在译者

身份下解读翻译中各意志体与其他元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可以透彻解释整个翻译活动(周领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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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2024c:77)。 三位一体中的三个视域能为论文提供理论框架与逻辑结构支持(周领顺,
2024c:82),在此基础上,三大语义框架能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多维度的评价路径,形成多层

次的分析框架,即“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和
“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 以下,我们将基于此,系统解读方译《通鉴》翻译过

程中的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揭示翻译活动中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2. 2

 

基于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的三大语义框架内之译者行为批评

2. 2. 1“行为—文本视域”下“行为批评”语义框架内的翻译动机

“行为—文本视域”关注译者的意志和行为之于文本的影响,“即在保持原文核心意义时

适当考虑社会的需求,并主要表现为满足读者需要”(周领顺,2024a:110)。 该视域下“行为

批评”框架的核心元素“译者行为”
 

“身份”“过程”与“合理性”(周领顺,2024b:10),能帮助

理解方志彤作为译者的主动行为过程和“译者背后意志体意志实施的体现”(周领顺,2024a:
110),探讨其翻译动机如何受到双重文化认同的影响。

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既促使译者本身作为华裔学者积极参与跨文化对话,亦使其精确

地识别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协调处,并对寄居地的“跨文化对话需求”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影

响其翻译选材。 一方面,作为华裔学者,方志彤的翻译深植其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及由此衍生

的跨文化对话。 1937 至 1947 年,方志彤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校对译稿,并积极

发文维护、传播中国文化,为读者提供学术指导(Hightower,
 

1997:
 

399-400)。 方志彤对译稿

不准确之处的敏锐洞察力体现了其作为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化的体认与感知方面的天然优

势”(李鹏辉
 

等,2024),学究式的严谨态度则加深了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使他在后续的

翻译活动中更精准地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
另一方面,长期离散于美国文化中的方志彤对中西跨文化对话表现出极高的敏感性,这

体现在他对“源文化之传播与目标文化需求间存在信息鸿沟”这一问题的深刻洞察与高度重

视。 方志彤翻译《通鉴》中三国部分的动因之一,源于他对“西方严重依赖《通鉴》的二手甚至

三、四手资料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现状的反思。 在方译本面世之前,西方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主

要限于考狄(Henri
 

Cordier)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920),而该书基本源

自法国汉学家冯秉正(de
 

Moriae
 

de
 

Mailla)1773 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冯秉正的著作则译自满

文版的《通鉴纲目》,这部书由朱熹删改《通鉴》 而成,带有明显朱子学倾向( a
 

“ slanted”
 

abridgment)。 此外,戴遂良神父(Léon
 

Wieger)的《历史文献》(Textes
 

historiques)也广为流传,
该书提供索引与中文,帮助读者区分译文与释注,其内容亦选自《通鉴纲目》 (Fang,

 

1965:
 

xvii)。 由此,方志彤(Fang,
 

1965:
 

xvii)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长期间接依赖《通
鉴》及其衍生书籍。 但因这些文献删改和倾向性解读原文,可能导致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产生偏差,无法全面领略原著深刻的文化价值。 这虽表明《通鉴》对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有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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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但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中源头信息的缺失,揭示了中国文化传播与西方学术需求间

的信息鸿沟。 尽管方志彤为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感到自豪,但他亦惋惜西方无法直接利用这

部经典而可能导致源文化被误解和源文化在传播中的文化变形。
为弥合这一鸿沟,使西方读者更直接全面地领略《通鉴》的文化价值,方志彤的翻译选材

主要考虑了以下三点:其一,《通鉴》中三国内容的史料价值。 方志彤(Fang,
 

1965:
 

xvii)认

为,“迄今为止,《通鉴》仍是最好的中国通史……《通鉴》中某些时段的史料无比绝妙,我选的

《通鉴》魏纪部分就是目前对三国(220—265)最简洁透彻的论述”。 这反映了他对《通鉴》、特
别是其中三国的史料书写的认同。 其二,《通鉴》的文学价值。 方志彤所译的《通鉴》或可归

为记叙散文。 除注析原文外,方志彤还指出他如何组织素材、统一风格等(黄鸣奋,1996);此
外,译文中保留了大量中文音译,将专有名词和书名全部大写,与其他术语进行了区分

(Baxter,
 

1965:
 

xv),这体现了方志彤对《通鉴》语句编排与文化词等文学性的关注。 其三,
《通鉴》的史学价值。 方志彤认识到《通鉴》中的“长编(original

 

drafts)考异法”本就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因此选译其三国一节“以最简短完整的章节来反映司马光的编纂原

则”(Baxter,
 

1965:
 

xii),挖掘《通鉴》在历史编纂法上的史学价值。 方志彤对《通鉴》选材与考

异法的考虑使司马光的编纂动机、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有迹可循,其价值对学者们来说亦是无

价的(Wright,
 

1966:
 

641)。
从上述分析可见,方志彤具有双重的翻译动机,既出于双重文化认同,包括维护母国文化

价值与推动所在国文化研究的诉求,也旨在填补中西文化交流间的信息鸿沟,其选材契合西

方学者的需求与认可。 作为离散译者,方志彤在离乡的境遇中加深了对民族认同与文化意识

的体认,他将翻译视为表达文化忧思、维护原乡文化的情感寄托与促进西方认识《通鉴》价值

的重要手段,而非简单在翻译中讲述母国的历史文化。 因此,方志彤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系统

呈现并促进西方读者理解《通鉴》中三国历史的异质性与文化价值,这直接影响他的翻译方

法与语言表达。
2. 2. 2

 

“文本—语言视域”下“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的翻译方法

“文本—语言视域”立足于译文本身,主要围绕译者的语言性和原文的意义做文章(周领

顺,2024a:109),该视域下的“文本批评”框架以“文本”和“意义”的再现为最大核心(周领顺,
2024b:9)。 从方志彤的翻译动机出发,结合译者的翻译方法与语言意义的传达等角度,可以

更好地评价方志彤的“语言转换者”这一角色的表现。
2. 2. 2. 1

 

直译正文:承袭史料记述中的精简表述

例 1: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司马光,2007:802)
方志彤译文:He

 

recognized
 

men
 

of
 

talent
 

and
 

promoted
 

them,
 

irrespective
 

of
 

humble
 

origin;
 

emplo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in
 

each
 

case
 

he
 

made
 

the
 

best
 

use
 

of
 

them.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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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1)
此句意为“(曹操)发掘提拔有才能之士,不论其出身微贱,依据才能交付工作,充分发挥

每个人的才干”。 为呈现其文化异质性,方志彤将“识拔奇才” 中的“识” “拔” 直译为

“recognized”和“promoted”,突显了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将“不拘微贱”直译为“irrespective
 

of
 

humble
 

origin”,准确反映了曹操“不论出身”的用人哲学。 而“随能任使”直译为“emplo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并用“in
 

each
 

case
 

he
 

made
 

the
 

best
 

use
 

of
 

them”传达“皆获其

用”之意,表明曹操根据个人特长来分配任务,确保人尽其才。 方志彤采用直译力图保留《通
鉴》“举摄机要”的精简行文,准确记述曹操“知人善用”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形象,体现了《通
鉴》的史料价值。
2. 2. 2. 2

 

格义文化词:比附和解释原语文化

《通鉴》中常见文化负载词,即“某个民族或某种语言中特有的词汇,具有显著的文化性

和社会性”(胡文飞
 

等,2022:74),这是其文学价值的体现之一。 对于这些能够体现文化异质

性的负载词,方志彤在译本中使用格义的翻译方法使译文易于理解。
例 2: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 贾逵曰:“不可。”为作长

檄,令所在给其禀食。 (司马光,2007:802)
译文: The

 

troops
 

of
 

Ch’ing-chou (青州)
 

deserted
 

their
 

barracks,
 

beating
 

battle-drums.
 

Numerous
 

officials
 

maintained
 

that
 

they
 

ought
 

to
 

be
 

restrained,
 

and
 

suppressed
 

by
 

force
 

of
 

arms
 

if
 

they
 

proved
 

recalcitrant.
 

CHIA
 

K’UEI
 

disapproved.
 

Eventually
 

circular
 

letters
 

(or
 

passports)
 

were
 

issued
 

[to
 

the
 

troops]
 

authorizing
 

them
 

to
 

obtain
 

provisions
 

wherever
 

they
 

might
 

be. (Fang,
 

1965:
2)

方志彤将文化词“长檄”格义为 circular
 

letters 通函,与动词 issue 连用,并以译入语文化

中的 passports 来比附其概念、解释其功用为“允许持有者获取物资”。 此译文强调了“长檄”
作为官方文件的本质,展现了古代中国的治军文化,并通过“军队擅擂军鼓并弃离营地”的动

乱,彰显了贾逵(人名音译并全部大写为“CHIA
 

K’UEI”)治军有方的人物魅力。 译者对原文

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词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转换,反映了他对中国典籍跨文化适应的考量,展
现了《通鉴》的文学价值。

在“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描摹这种“文本意义的翻译转换”的

翻译内行为(周领顺,2024d:2),可见方志彤在史料层面使用了直译来沿袭原文句式,甚至

“不惜过度直译来呈现原文句式”(Baxter,1965:xv),以尽可能保留原文框架、在文本意义上

求真;在叙事层面格义文化词,即“以译入语的概念来比附和解释原语文化”(王向远,2015:
137),以适应西方读者的语义理解框架,实现译文的可接受性。 这些维护中国历史文化完整

性并努力将其融入所在国文化研究的行为,展现了方志彤作为“语言转换者”努力兼顾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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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源语并适应目标文化,试图以此减少西方过度依赖《通鉴》衍生资料可能导致的文化变

形,反映他作为离散译者对源文化的坚定维护与对中西意义框架的平衡把握。
2. 2. 3

 

“行为—社会视域”下“效果批评”语义框架内的译本社会效果

在“行为—社会视域”下,不仅要考虑译者之意志体行为的合理度,还要关注译文与社会

互动、社会接受的效果(周领顺,2024a:110-111)以及译者的社会角色。 围绕该视域下的“效
果批评”框架内的核心元素“译内效果”“译外效果”“社会反应”与“合理度”具体分析方志彤

的翻译,审视译者服务社会的努力等,有助于理解其翻译的社会功能指向。
方志彤采用“译释并举,详考文献”的方法及分级尾注的形式呈现《通鉴》的史学价值,以

系统传承与呈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译文中尾注与正文紧密对应,分为不同层次。 主

尾注(如“2. ”)对应正文每段的段前编号,用以阐释该段的背景或出处,二级尾注(如“2. 1”
“2. 2”)则对应正文的段前编号加句后编号,考究每句原文(附繁体中文)及出处(附英文),并
提供详尽的英文译释。 “译释并举”指在翻译过程中结合原文、来源与本土文化语境来阐释

原文的意义,提供多元化的解读空间(王超
 

等,2023:160)。 如正文中司马光对“曹操之死”的
叙述:

春,正月,武王至洛阳。 庚子,薨。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 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

使,皆获其用。 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 勋劳宜赏,不吝

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 雅性节俭,不好

华丽。 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司马光,2007:802)
此段中的九句正文对应两段译文与九条尾注,其中两条主尾注分别对应两段译文提供背

景框架和丰富人物形象;而七条二级尾注分别对应后七句正文,详列文献来源、交待司马光的

史料处理方法(Fang,
 

1965:
 

15-18)。
方志彤将“春,正月,武王至洛阳。 庚子,薨”译为一段,附主尾注 1。 该尾注引用《通鉴》

原文后,还分为两部分:其一,附《通鉴》引用的《三国志·魏书》原文及其英译,交代《通鉴》省
略了“(孙)权击斩(关)羽,传其首”的记载,以凸显司马光“删繁就简”的编纂理念、实现译者

“尽量原本地展现司马光的编纂原则”的意图。 其二,英注背景,说明曹操 216 年被封为魏王,
并列出其相关谥号与庙号的出处,如

 

“SKC
 

I,
 

loc.
 

cit. ,
 

47b,
 

records
 

that
 

TS’AO
 

TS’AO
 

”
 

was
 

canonized
 

as
 

WU-WANG
 

(Martial
 

King)
 

“(谥曰武王) this
 

canonization
 

was
 

changed
 

to
 

WU-HUANG-TI(武皇帝)
 

and
 

he
 

received
 

the
 

temple
 

designation
 

T̓AI
 

TSU 太祖;
 

see
 

Section
 

37”。 这些英注中的“was
 

canonized
 

as
 

WU-WANG
 

(Martial
 

King)
 

(谥曰武王)”“WU-HUANG-
TI 武皇帝”与“temple

 

designation
 

T̓AI
 

TSU 太祖”展示了“中国古代帝王死后拥有谥号与庙

号”的文化。 结合“谥号用以评价(褒奖)逝者的功绩德行,庙号彰显其正统性与祭祀中的尊

位”(赫兆丰,2017:28-29)等文化背景,方志彤通过解读曹操的谥号与庙号等为读者呈现了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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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地位与形象,增强了译文的历史深度。
对于“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几平海内”一段译文,方志彤附主尾注 2。 除引用《通

鉴》原文外,该尾注也分为两部分:首先,引录并英译《通鉴》通过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魏

书》间接引用的《魏书》以及《曹瞒传》内容①,展现了曹操的军事才能②与持法峻刻(In
 

the
 

Ts’

ao
 

Man
 

chuan
 

we
 

read:
 

“in
 

the
 

maintenance
 

of
 

laws
 

he
 

was
 

harsh
 

and
 

exacting”)。 其次,

该尾注后附有七条二级尾注,阐明译文的原文及其出处,以及司马光对原文的改写。 如脚注

2. 2“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SSǔ-MA
 

KUANG̓s
 

own
 

sentence,
 

serving
 

as
 

a
 

summary
 

of
 

the
 

Wei
 

shu
 

passage
 

about
 

YÜ
 

CHIN,
 

YÜEH
 

CHIN,
 

etc”就交待了此句是司马光对

《魏书》内容的总结性改写。 这种分级尾注为译文提供了学术性的背景支持,也通过详尽的

引证和解释增强了译文的权威性,展示了方志彤对《通鉴》史学价值的精准把握与呈现。

从“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来看,“直译内容”和“格义文化词”的翻译方

法使译文达到“忠实于原文语义框架与意义表达”的译内效果;分级尾注中文献的全面索骥

使译文达到了“构建了特定情境下的多元化解读空间”的译外效果。 由此,方志彤通过联系

原文的特定情境及其语义框架与引导新的解读空间生成的方式,在译文中指涉了原文本的意

义框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其文化价值。 这正是方志彤受离散经历影响而形成双重文化认同

的体现。 作为离散译者,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强化了他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与回应西方

学界研究局限的自觉,使其在翻译中不仅承担语言转换的任务,还通过注释方法的创新,完成

了从“语言转换者”的译者角色向“史料研究者”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由此,方志彤的翻译赋

予了《通鉴》新的诠释框架和对话空间,使其译本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传播效果。

从全球馆藏数据和书评来看,方志彤节译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世界最大的联机联

合目录数据库 Worldcat(基本数据库)显示(检索时间:2024-08-26),方志彤对三国内容的节

译本全球馆藏量达 345 家,而其他相关译本分别为:张磊夫三个节译本 The
 

Last
 

of
 

the
 

Han
 

204

家、Emperor
 

Huan
 

and
 

Emperor
 

Ling
 

78 家、To
 

Establish
 

Peace
 

86 家;孔旭荣节的节译本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History
 

as
 

a
 

Mirror
 

6 家;Joseph
 

P.
 

Yap 的两部节译本 Wars
 

with
 

the
 

Xiongnu:
 

A
 

Translation
 

from
 

Zizhi
 

Tongjian
 

204 家、Zizhi
 

Tongjian:
 

Warring
 

States
 

and
 

Qin
 

6 家以及马克·

斯特兰奇(Mark
 

Strange)对《通鉴》侯景之乱的译介与史源考。 尽管斯特兰奇的文献被收录

于 1
 

683 家图书馆中,但其较为专业,受众范围有限,无法媲美方译本。 此外,凭借高水平的

史料、文学和史学价值,方译本在国际重要汉学期刊上获得了高度评价。 如知名汉学家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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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文为: From
 

Wei
 

shu 魏书( quoted  commentary
 

of
 

P̓EI
 

SUNG-CHIH
 

裴松之)
 

and
 

Ts̓ao
 

Man
 

chuan 曹瞄传
 

( quoted
 

ibid. ,
 

47b,
 

commentary)(Fang,
 

1965:
 

15).

 

原文为:mowed
 

down
 

the
 

numerous
 

scoundrels
 

(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
 

In
 

his
 

military
 

operations,
 

he
 

followed
 

in
 

the
 

main
 

the
 

tactics
 

laid
 

down
 

in
 

the
 

Sun-tzǔ 孫子
 

and
 

Wu-tzǔ
 

吴子By
 

nature
 

he
 

was
 

temperate
 

and
 

frugal,
 

not
 

given
 

to
 

pomp
 

and
 

adornment
 

(雅性节俭
 

不好华

丽)(Fang,
 

1965: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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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Schafer,
 

1952:
 

74)表示,“就我所知的汉学家中,尚未有人能将《通鉴》中连续的几句话翻

译成欧洲语言”,而方志彤填补了这一空白;英国汉学家杜希德(Twitchett,
 

1967:
 

251)认为,
“该译本是西方学者研习三国的最佳启蒙书目与学习中国史学的绝佳文本”。 同时,“方志彤

对注释的整理及其对晦涩段落的注解,为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权威研究奠定了基础”(Leban,
 

1966:
 

251-252)。 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兼副校长薛光前(Sih,
 

1966:
 

518)指出:“方志彤在《通
鉴》译本中对中国第三世纪政治发展的英译贡献不可估量。”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

批评”框架内,上述数据与评价反映出方译本不仅满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相关知识的获

取需求,还体现了译者服务于两种文化交流的高水平翻译工作和史学研究,为中西方文化的

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结语

“不同身份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介行为”(许多,2018:86),方志彤的离散身份从根本上

塑造了其深刻的双重文化认同,从而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并最终决定了其选材、翻译方法与注

释形式。 在“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语义框架中,方志彤受到双重文化认同的深

刻影响,他的翻译动机出于完整传递原乡文化中的原始信息与满足异国读者文化需求的双重

考虑,在选材中体现了传递母国文化价值与促进所在国研究发展的双向情感寄托。 在“文

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方志彤为减少文化变形而采取了直译与格义的

翻译方法,以确保文本和叙事上的求真、维护母国文化的异质性。 而在“行为—社会视域”下
的“效果批评”语义框架内,他的双重文化认同增强了其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并回应了西方研

究局限的意识,使其由“语言转换者”转变为“史料研究者”,进行全面的史料索骥以务西方的

历史研究之实。 正是方志彤的离散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深刻影响,使方译本呈现出高度的文

化融通性与多维的意义诠释空间,成为西方学界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 概言之,在
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对应的三个语义框架中开展译者行为批评,可见方志彤在翻译选材、
翻译方法等整个翻译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即对母国文化价值强烈的呈现、维护意识与文化传

承意愿。 这些意识与意愿是离散译者的双重文化认同中独有的、对母国文化认同与情感羁绊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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